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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改善农户收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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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移动支付、数字理财和数字信贷三个方面表征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依据

陕西、宁夏、山东三省(区)１９４７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测算了数字

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效应,并运用Fields分解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市场参与

对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方向及程度.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表
现为反事实框架下,实际参与数字金融市场的农户若未参与,收入水平将下降６．４０％,实际

未参与农户若参与数字金融市场,收入水平将提升９．５７％;其中数字信贷对农户收入影响效

应最高,其次是移动支付和数字理财.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扩大了农户收入

差距,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１４．７９％;其中数字信贷对农户收入差

距贡献率最大,其次是移动支付和数字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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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保持持续增长,２０１１年达到峰值,较上年实际增长１１．４％,但从２０１２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

开始回落.截至２０１９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降至６．２％,总体增速下行态势仍在进一步延续,
农户收入增长已经呈现明显放缓的趋势[１].与此同时,我国的收入差距不仅存在于城乡和地区之间,
在农村内部,农户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收入差距且不断扩大,农户之间的收入分配情况趋于复杂[２].
农户收入增长速度减缓、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注入新要素.随着互联网技

术、信息通讯技术不断突破,互联网技术与金融服务领域快速深度融合,促进了金融服务创新,提高了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力量.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作为一种

全新的金融模式迅速崛起并不断扩展到农村市场,数字金融能否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效率与公平

的双赢? 关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农户间收入差距缩减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
数字金融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推动我国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尤其是活跃农村经济创新与发展动力.«中国“三农”互联网金融发展报告(２０１７)»表明,我国农村

网民数量达到２．０１亿人,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３３．１％;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快速普及,使用率达到

３１．７％;全国共有２９家专注于“三农”领域的P２P平台,全年网络借贷交易额达到４００亿~４５０亿元,
较２０１５年增长了２５０％以上.２０１８年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为７．３％① ,农业数字化水平

逐年提高,农村数字金融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依托于移动技术、云计算、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等互联网

技术,形成以移动支付、网络借贷、互联网保险和财富管理等功能为主的数字金融,凭借信息处理效率

高、交易成本低、资源配置相对均衡的优势[３],加速农村信息流和资金流的流转速率[４],弥补传统金融

服务短板,降低农村金融服务门槛和服务成本[５],进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数字金融成长迅速,
但农村地区数字金融排斥现象严重,尤其是数字理财、数字信贷等排斥仍较为普遍[６].因此,探寻提



高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程度的有效路径,对于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社会效应,助力农户增

收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已有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金融产品增多、服务门槛降低,能够通过经济增长和分

配效应促进农户增收[７],然而部分学者持有不同观点,如孙玉奎等认为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导致农

村大量资金外移,对农户收入增长造成不利影响[８].数字金融作为农村金融服务发展的新方向,对农

户带来的影响是“数字红利”还是“数字鸿沟”,仍未形成一致结论[９].具体而言,数字金融为农户提供

就业支持,增加农户创业就业机会,拓宽收入来源,但不同农户群体数字金融市场排斥程度的差异使

得数字金融资源的获取及其收入效应的发挥存在明显的群体差距.那么本文试图回答:数字金融作

为一种新型金融服务模式能否支持农户收入水平提升?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了农

户内部收入差距? 本文利用陕、宁、鲁三省(区)１９４７户农户调查数据,从微观层面考察数字金融市场

参与对农户收入水平、农户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期丰富数字金融发展效应的理论体系,同时为“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实施背景下,更新优化农村信息化政策、加大数字金融支农惠农力度、探寻农户收入

增长新动力提供实践支撑.

　　一、文献综述

　　随着信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理论界和实践界逐渐重视以电子信息、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精神

为依托的金融创新模式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自２０１２年数字金融概念首次提出以来[１０],大量学者

围绕数字金融展开研究.首先,关于数字金融的测度,较多学者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
为数字金融代理变量,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三个维度展开研究[１１Ｇ１３];尹志超等

通过将网络购物采取的主要支付方式为网上银行、支付宝、信用卡和财富通的家庭定义为使用数字金

融家庭,其中全国农村数字金融家庭比例仅占４．８％[１４];冷晨昕等研究发现贫困地区使用第三方支付

平台的农户比例仅８．５％,鲜有农户使用众筹和P２P进行借贷[１５].其次,诸多学者聚焦于内在驱动条

件和外在制约因素探究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因素.针对农户内在自身驱动条件的相关研究

表明,信息渠道、金融素养、受教育程度、风险态度以及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的重要

因素[１５Ｇ１８].部分学者探讨了制约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的外在因素.粟芳等从渗透度、使用度、效用

度三个角度分析农户数字金融排斥的首要原因是供给排斥中的物理排斥[１９];而何婧等认为硬件条件

并非制约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推广的主要因素,数字金融与传统金融的竞争关系导致弱势农户仍遭

受排斥[６].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的社会经济效应也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

一是数字金融的普惠金融效应.多数学者认为数字金融能够减缓农村地区金融排斥现象,数字金融

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实现农村普惠金融[２０Ｇ２１],而胡金焱等认为农户通过P２P网络借贷虽然能缓解融资

难的问题,但是距离普惠金融目标仍存在差距[２２].二是数字金融对居民生产生活行为的影响.何婧

等研究了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高创业绩效[２３];
易行健等研究数字金融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得出数字金融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便利居民支付两

种机制促进居民消费[２４];尹志超等认为数字金融能够在正规金融不可及的情况下缓解家庭信贷约

束[１４];魏昭等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优化家庭资产配置[２５].三是数字金融对收入的影响.多数学

者聚焦于数字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省级面板数据开展实

证分析,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２６Ｇ２８];而杨伟明等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

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农村居民[２９].部分学者开始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

收入的影响.张勋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帮助改善低物质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农户的创业行

为,显著提升了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收入,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共同富裕[３０];刘丹等基于省级

相关数据实证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非农收入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邻近省份农户非农

收入具有正向溢出效应[３１];王修华等通过对比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马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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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加剧了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之间的收入不平等[３２].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系统梳理,现有研究还需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现有文献多使用北京

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开展研究,无法体现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情况,部分学者从数字金融功能的

角度进行测度,如移动支付、互联网投资与储蓄、数字金融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众筹、P２P网贷平台融

资,但是多数仅从单一功能考虑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的代理变量,未进行全面衡量.二是现有文献

虽聚焦于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因素及其社会经济效益,但多数学者基于省级层面探究数字

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部分学者使用县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户收入问题进行研究,鲜有研

究基于微观农户层面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情况,从农户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双重视角共同展开剖析.
三是现有文献多采用线性回归或倾向得分匹配法测算数字金融使用的社会经济效应,未考虑参与户

与未参与户处理效应的异质性,无法解决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遗漏变量内生性问题.近年来,数字金

融作为一种全新的金融模式迅速崛起并不断扩展到农村市场,而消费支付、投资理财、借贷融资等已

成为农村地区农户需要的关键金融服务,依托于互联网进行支付、理财和信贷是当前农村地区农户利

用数字金融功能的主要体现.鉴于上述分析,本文拟从移动支付、数字理财与数字信贷三大数字金融

功能综合衡量农户数字金融市场的参与情况,将收入水平与收入差距纳入到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分析

的统一框架,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评估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运用Fields
分解法进一步比较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１．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分析

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决策取决于使用数字金融的收益与预先支付的成本及潜在风险损失之和

的比较.首先是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一般逻辑.从理论上来看,当农户具有金融

服务需求时,相较于传统银行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数字金融替代了传统的金融中介以及市场中的物

理网点和服务网点[３３],能够降低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成本,节省距离和时间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获得赚取更高收入的机会.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会主动选择使用移动支付、数字理财和数字信贷

等数字金融功能以满足自身需求,借助更为轻松便捷的生产投资方式,提高收益的同时降低成本,进
而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增强处理信息的速度,缩短了资金融通过

程中的链条[３],节省了信息搜寻成本,有助于弱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同时能够拓宽信息传播渠道,
促使信息快速传播,为农户提供了诸多可实现自由交流、知识分享、快捷支付、投资理财以及信贷融资

的平台.大量的数据信息在农户、创业者、竞争者、消费者、公共管理部门等不同市场主体之间得以快

速流动,缓解了信息不对称[３４],不同信息流的融合碰撞有助于农户及时获取农业资讯、享受便捷金融

服务、满足自身金融需求,增加家庭总收入.
其次是数字金融不同功能使用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差异化逻辑.一是相较于传统线下现金支

付,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等一系列新型支付方式改变了农户传统的收付款模式.作为生产资料购买

者,移动支付降低了农户支付各类业务账单和银行汇款的交易费用,农户还可参加移动支付平台推出

的多种优惠活动,缩减成本费用;作为产品生产经营者,农户不再需要购买POS机和其他刷卡设备,
移动支付的低手续费、便捷性提高了交易频率和规模,扩大了农户盈利空间,同时利于良好口碑的建

立,增强宣传效果,促使农户收入增长[３５].目前移动支付已融入社交功能,也可作为在线社交工具拓

宽农户社交网络,减少信息不对称,同时提供一种隐性担保,转变农户风险态度,增加获得高收入回报

的工作机会[３６].二是相较于传统的银行活期储蓄,数字理财产品投资门槛低且具有高收益和高流动

性特点,为农户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多元化投资理财产品,能够更贴近农户零散理财需求,购买渠道

依托于发展成熟的移动支付平台使得农户既可以方便快捷的关注理财信息,也可以灵活利用时间进

行资金管理.农户持有闲散资金积极参与到互联网理财平台进行投资或者融资平台进行放贷,获取

相应的利息与分红[３７],加速财富积累,拓展家庭收入获取渠道.三是数字信贷功能有助于增加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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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金融资源可得性,缓解借贷资金供需不匹配问题.农户可以通过使用数字信贷功能,进一步缓解

信贷约束,获得充足的生产投资资金[３８],优化农户生产决策,整合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扩大生产

规模,提高现有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同时数字信贷功能对农户加入农村电商

销售提供资金支持,为农产品销售提供更多渠道和市场[３９],促进收入增长.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１: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提升了农户收入水平;

H１a:移动支付参与提升了农户收入水平;

H１b:数字理财参与提升了农户收入水平;

H１c:数字信贷参与提升了农户收入水平.

２．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古典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指出,农民收入取决于农民拥有的资源禀赋和资源要素价格.假设资

源要素价格由市场调控,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归结为农户拥有的初始资源禀赋与获取资源的能力.
农户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等自身条件方面的资源禀赋存在明显异质性[４０],同
时农户的认知学习能力、能动性、风险偏好情况均存在差异性.因而资源禀赋和综合能力高的农户在

数字金融资源的可及性、数字金融功能的学习利用能力、使用数字金融的能动性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等

方面表现更加突出,此类农户对数字金融的需求更大,数字金融对其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影响程度也

越大,更能促进此类农户多样化收入来源.已有研究证实,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家庭主动创业,显
著提升家庭收入[３０],而创业农户的财富累积效应高于普通农户[４１],因此数字金融的使用使创业农户

收入高于普通农户.客观条件方面,拥有智能手机以及家里安装电脑等设备为农户应用数字金融提

供了基本载体,互联网及移动信号网络的覆盖为农户参与数字金融提供了网络基础,生产规模大、有
一定财富积累的农户,其支付、投资和融资等金融活动较为频繁,因而完备的互联网条件更能促进其

参与数字金融市场.理论上,农户因资源禀赋和个人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资源配置效率存在差异,其
参与数字金融市场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不同,因而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不同水平农户收入贡献的作用

程度存在群体差异.相较于低收入农户,原本在能力、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占优的农户能够通过应用数

字金融获取较高收入,造成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同理,数字金融不同功能也将使得不同农户之间的

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一是资源禀赋和能力较优农户对便捷高效的移动支付需求更大,将移动支付用

于生产经营活动更为频繁,因而移动支付对其收入增长效果也更为明显,致使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二
是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参加金融类知识技能培训经历越多,可以准确地评估各类数字理财产品收益

与风险,制定出合适的投资计划[１７],通过数字理财投资获得更高的收益回报;三是数字信贷平台虽然

提供了多样化的农业小额贷款,但是对农户的申请资质与还贷能力存在一定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将低

收入农户排斥在外[６],进一步扩大了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综上,数字金融对资源禀赋和能力较优农

户的收入增长促进作用更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２: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扩大了农户收入差距;

H２a:移动支付参与扩大了农户收入差距;

H２b:数字理财参与扩大了农户收入差距;

H２c:数字信贷参与扩大了农户收入差距.

　　三、研究设计

　　１．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自课题组于２０１８年对陕西、宁夏、山东三省(区)农户的问卷调查.调查采取分层抽

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兼顾地理环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具体抽样过程如下:选取陕西

省高陵区、富平县、南郑县;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沙坡头区、平罗县;山东省莘县、沂南县、青州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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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个县(区),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在上述各县(区)分层选取３~４个有代表性的乡镇,在每个样本乡镇

分层选取２~３个样本村,并在每个样本村随机选取１５~２０个样本农户.本次调查共涉及９个市９
个县(区)３６个乡(镇)１０５个自然村,共发放问卷２０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９４７份,问卷有效率达

９７．３５％.农户问卷调查主要采用“一对一入户访谈”形式,对户主或者参与家庭各项决策的主要成员

进行访问,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基本情况、家庭资产及收入情况以及数字金融认知和参与情况.

２．变量选取

(１)核心解释变量.根据已有学者对数字金融的定义与分类[３,３７,４２],数字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为

移动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等.结合调研实际情况,依
托于互联网进行支付、理财和信贷是当前农村地区农户利用数字金融功能的主要体现.本文通过询

问受访者“您和家人是否使用微信支付、支付宝、财付通以及手机银行等移动支付或第三方支付服

务?”考察样本农户移动支付参与情况;询问“您和家人是否使用保险、证券、基金等理财 APP、余额

宝、P２P投资等数字理财产品和服务?”考察样本农户数字理财参与情况;询问“您和家人是否使用

P２P借款、农村小额信贷产品(例如:京东京农贷、蚂蚁金服旺农贷等)以及其他网络贷款等数字信贷

产品和服务?”考察样本农户数字信贷参与情况(见表１).
表１　变量名称、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收入水平 对家庭总收入加１后取自然对数 １１．３４ １．４１

收入差距 通过计算Kakwani指数得到 ０．０６ ０．０７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 未参与＝０;参与＝１ ０．６２ ０．４９

移动支付参与 未参与＝０;参与＝１ ０．６１ ０．４８

数字理财参与 未参与＝０;参与＝１ ０．１４ ０．３４

数字信贷参与 未参与＝０;参与＝１ ０．０６ ０．２４

识别变量
农户所在村庄与杭州的球面距离 实际距离值/千千米 １．１８ ０．３５

农户所在村庄与县城的球面距离 实际距离值/千米 ９．９３ ５．５６

个人特征变量

性别 女＝０;男＝１ ０．７１ ０．４５

年龄 实际调查值/岁 ４７．５９ １０．６１

婚姻 未婚＝０;已婚(含离异、丧偶等)＝１ ０．９８ ０．１５

是否为户主 否＝０;是＝１ ０．７０ ０．４６

受教育程度
没上过学＝０;小学＝１;初中/技校＝２;高中/中专＝３;

大专＝４;本科及以上＝５
１．８８ ０．９８

家庭特征变量

劳动力数量 实际家庭劳动力数量调查值 ２．６１ １．０２

劳动力身体健康状况 非常差＝１;比较差＝２;一般＝３;比较好＝４;非常好＝５ ３．７９ ０．９３

是否加入合作社 否＝０;是＝１ ０．２３ ０．４２

互联网特征变量

是否拥有智能手机 否＝０;是＝１ ０．７０ ０．４０

家里是否安装电脑 否＝０;是＝１ ０．５２ ０．５０

数字金融风险认知 因子分析所得① ２．８１eＧ１７ １．００

地区变量
是否位于宁夏 否＝０;是＝１ ０．３６ ０．４８

是否位于山东 否＝０,是＝１ ０．３２ 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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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设计４个题项并进行因子分析,测量题项分别为:(１)您觉得移动支付或第三方支付(微信、支付宝、财付

通、网上或手机银行等)风险如何? (２)您觉得金融互联网化产品(保险、证券、基金 APP)风险如何? (３)您觉得数字理财(余额

宝、P２P投资等)风险如何? (４)您觉得数字借贷产品(P２P借款、京东京农贷、蚂蚁金服旺农贷等)风险如何? (完全没风险＝１,
基本没风险＝２,一般＝３,风险较大＝４,风险很大＝５).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测量题项的因子荷载均大于０．５,表明具有较好

的收敛效度,所有测量题项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α)为０．９３,表明具有较好的信度.样本充足性检验 KMO 值为０．８５,

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文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特征根大于１的公共

因子一个,命名为风险认知,方差贡献率为７９．４５％.



　　(２)被解释变量.参考已有学者对农户收入指标的测度[４０,４３],收入水平采用农户收入总量进行

衡量,为保证数据平稳,克服变量之间的非线性问题,本文对家庭总收入加１后做取自然对数处理.
在后文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中,借鉴杨晶等、邓大松等对收入差距的测度方法[４４Ｇ４５],使用 KakＧ
wani指数来测算农户收入差距,该指数最大值为１,最小值为０,具体测算过程如下:令Y 表示一个群

组,样本量为n ,对群组内的农户收入按升序排列,则该群组的总体收入分布为Y＝y１,y２,􀆺,yn( ) ,

农户yi 受到的收入不平等为RD y,yi( ) ＝１/nμy ∑
n

j＝i＋１
yj －yi( )( ) ＝γ＋

yi μyi －yi( )/μy[ ] ,式中

μy 是Y 中所有样本的农户收入均值,μ＋
yi

是Y 中收入超过yi 的农户收入均值,γ＋
yi

是Y 中农户收入

水平超过yi 的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百分比.
(３)识别变量.为了保证模型的可识别性,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１１,３０],本文选择样本农户所在村

庄与杭州的球面距离和农户所在村庄与县城的球面距离两个变量作为识别变量.选择该变量作为识

别变量的原因是,数字金融的主要实现形式为线上,发展程度主要受地理空间因素的影响,且呈现出

与国内及县域数字中心相距越远则推广难度越大的特点,上述两个变量反映农户个体数字金融可及

性,与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行为高度相关,但距离可能会通过影响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影响农户收

入,但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即不通过数字金融市场参与之外的因素影响农户收入,同时满足外

生性条件.
(４)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受访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互联网应用特征、地区等４类１３个变量

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受访者性别、年龄、婚姻、是否为户主以及受教育程度;家庭

特征包括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身体健康状况、是否加入合作社;互联网应用特征包括是否拥有智能手

机、家里是否安装电脑、数字金融风险认知;地区变量设定为是否位于宁夏,是否位于山东.

３．模型设定

(１)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ESR模型包含两个估计阶段,首先运用Logit模型估计农户数字

金融市场参与决策的选择方程,然后同时建立数字金融市场参与组和未参与组２个结果方程,对农户

参与和未参与数字金融市场影响家庭收入水平的变化进行估计.ESR模型所估计的数字金融市场

参与决策方程和２个结果方程如下所示: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的决策方程:

Fi＝δZi＋ξIi＋μi (１)
结果方程１(数字金融市场参与组的农户收入水平方程):

Yia ＝βaXia ＋εia (２Ｇa)
结果方程２(数字金融市场未参与组的农户收入水平方程):

Yin ＝βnXin ＋εin (２Ｇb)
式(１)中,Fi 表示农户i是否参与数字金融市场,Zi 是影响农户是否参与数字金融市场的各类

控制变量,μi 为决策方程的误差项,Ii 为识别变量.式(２Ｇa)与式(２Ｇb)中,Yia 与Yin 分别表示数字金

融市场参与组和未参与组农户的收入水平,Xia 与Xin 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各类控制变量,εia 与

εin 为结果方程的误差项.
基于ESR模型的估计系数,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经过对比真实情景与反事实假设情景下参与

和未参与数字金融农户收入水平期望值,以期进一步检验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平

均处理效应.
参与数字金融市场的农户收入期望值:

E(Yia Fi＝１)＝βaXia ＋σμaλia (３)
未参与数字金融市场的农户收入期望值:

E(Yin Fi＝０)＝βnXin ＋σμnλin (４)
参与数字金融市场农户未参与数字金融市场情形下的收入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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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in Fi＝１)＝βnXia ＋σμnλia (５)
未参与数字金融市场农户参与数字金融市场情形下的收入期望值:

E(Yia Fi＝０)＝βaXin ＋σμaλin (６)
通过式(３)与式(５),得到参与数字金融市场农户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ATT(averagetreatment

effectonthetreated,ATT)为:

ATTi＝E(Yia Fi＝０)－E(Yin Fi＝０)＝(βa －βn)Xia ＋(σμa －σμn
)λia (７)

通过式(４)与式(６),得到未参与数字金融市场农户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ATU(averagetreatＧ
menteffectontheuntreated,ATU)为:

ATUi＝E(Yia Fi＝０)－E(Yin Fi＝０)＝(βn －βa)Xin ＋(σμn －σμa
)λin (８)

综上所述,本文将利用ATTi 、ATUi 的平均值考察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影响农户收入的平均处

理效应.
(２)Fields分解法.数字金融市场参与除了对农户收入水平产生影响,还存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

影响.本文使用Fields分解法估计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４６].假设数字金融市

场参与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效果可用如下方程表示:

lnYF ＝Fiβi (９)
式(９)中,lnYF 表示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引致农户收入增长的部分,Fi 为数字金融市场参与,βi 表

示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系数,当Fi＝１时,βi＝ATT ,当Fi＝０时,βi＝ATU .
对式(９)两边求方差得到:

σ２(lnYF)＝cov(Fβ,lnY) (１０)
对式(１０)两边同时除以Yin ,可以得到:

s(lnYF)＝σ２(lnYF)/σ２(lnY)＝cov(Fβ,lnY)/σ２(lnY) (１１)
根据Fields的分解思想,式(１１)中计算得到的s(lnYF)即为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差距

的贡献率.

　　四、结果分析

　　１．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处理效应分析

利用式(７)和式(８)对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影响农户收入的处理效应进行测算,结果见表２.其中,

ATT 效应值为０．８１２４且在１％的统计水平上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对于实际已参与数字金融的农

户而言,假如其不参与数字金融,总收入将下降６．４０％;ATU 效应值为０．９１５３且在１％的统计水平上

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在反事实框架下,假如未参与数字金融农户能够参与到数字金融中,总收入

将增加９．５７％.综上,数字金融市场参与能够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假说 H１得到验证.
表２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

农户类别 参与 未参与 ATT ATU

参与数字金融市场农户 (a) １２．６９０６
(０．０１４８)

(c) １１．８７８２
(０．０１６２)

０．８１２４∗∗∗

(０．０１００)
—

未参与数字金融市场农户 (d) １０．４８２０
(０．０１９５)

(b) ９．５６６７
(０．０１７１)

— ０．９１５３∗∗∗

(０．０１２３)

　注:∗∗∗ 表示估计结果在１％的水平上显著;ATT、ATU 分别表示参与农户、未参与农户对应的平均处理效应.

　　２．不同数字金融功能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处理效应分析

数字金融是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支付、投资、融资以及其他新型金融业

务模式,而移动支付、数字理财与数字信贷三大功能对农户生产生活的支付方式、投资选择、融资渠道

产生巨大影响.由此推知,不同数字金融功能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此外,从数字金融市

场的发展情况来看,农户对数字金融的不同功能使用情况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本文基于数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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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的不同功能,进一步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计算移动支付、数字理财和数字信贷对农户收入影响

的处理效应,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
估计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不同功能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正

向显著.ATT 的估计结果表明,假如参与移动支付、数字理财以及数字信贷的农户未参与相应的数

字金融功能,农户期望家庭总收入将分别下降６．７２％、４．８０％以及７．８８％;ATU 的估计结果表明,假
如未参与移动支付、数字理财以及数字信贷的农户能够参与相应的数字金融功能,农户期望家庭收入

将分别增加９．６２％、８．９０％以及１７．３５％,假说 H１a、H１b、H１c得以验证.可以发现,从数字金融的不同

功能来看,数字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处理效应最高,其次是移动支付,最后是数字理财.
表３　不同数字金融功能对农户收入的平均处理效应

农户类别 参与 未参与 ATT ATU

参与移动支付农户 １２．７４８２(０．０１４６) １１．８９１１(０．０１６８) ０．８５７１∗∗∗(０．００８７) —

未参与移动支付农户 １０．４６６５(０．０１８４) ９．５４８２(０．０１７１) — ０．９１８３∗∗∗(０．０１０７)

参与数字理财农户 １２．７３０４(０．０１４６) １２．１１９８(０．０１６１) ０．６１０６∗∗∗(０．０１３６) —

未参与数字理财农户 １０．７５２３(０．０２７３) ９．８７３７(０．０１６８) — ０．８７８６∗∗∗(０．０１０９)

参与数字信贷农户 １２．９２５７(０．０１６７) １１．９０６８(０．０３７３) １．０１８９∗∗∗(０．０２６１) —

未参与数字信贷农户 １１．８９９５(０．０１２８) １０．１４０２(０．０１８４) — １．７５９３∗∗∗(０．０２１７)

　注:∗∗∗ 表示估计结果在１％的水平上显著;ATT、ATU 分别表示各功能参与农户、未参与农户对应的平均处理效应.

　　３．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分析

表４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

差距影响的分解结果

变量 cov(Fβ,lnY) σ２(lnY) s(lnYF)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 ０．０１６９ ０．１１４３ ０．１４７９

移动支付参与 ０．０１７０ ０．１１４３ ０．１４８７

数字理财参与 ０．０１３３ ０．１１４３ ０．１１６４

数字信贷参与 ０．０２０２ ０．１１４３ ０．１７６７

由前文模型设定可知,数字金融市场参与Fi 与数

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系数βi 的乘积

为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所估计的ATT 的值,故将ATT
值代入到(９)~(１１)式中即可进行Fields分解,得到数

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见表４).
参与 数 字 金 融 市 场 对 农 户 收 入 差 距 的 贡 献 率 为

１４．７９％,表明数字金融市场参与能够扩大农户间收入

差距,假说 H２得到验证.对于原本资源禀赋和个人能力更强的农户来说,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所带来

的收入增长效果优于普通农户,使得农户之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从具体功能来看,移动支付使用

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１４．８７％;数字理财功能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１１．６４％;数字信

贷功能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１７．６７％,假说 H２a、H２b、H２c得以验证.对比可知,数字信贷

功能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最大,其次为移动支付,数字理财对农户收入差距贡献率最小.

４．内生性讨论与稳健性检验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由样本自选择、反向因果及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

性问题.为缓解样本自选择问题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在研究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影响农户收入水平

和收入差距时采用了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和Fields分解法,该方法构建了反事实框架,可以测算参与

和未参与数字金融市场不同决策状态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不但考虑了可观测因素的影响,而且将不可

观测因素纳入选择模型,能够对参与和未参与数字金融两种决策状态下的结果方程影响因素进行考

察,以校正样本选择偏差.
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决策变量是内生变量,农户收入越高,农户拥有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更

先进,对理财、保险、借贷等金融需求也更高,使用数字金融的概率更高,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出

现内生性问题.此外,模型中也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例如家庭成员的性格特征和金融活动

参与意愿等),会同时影响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收入.为克服模型中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导

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IV)估计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水平和差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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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傅秋子等[１１]、张勋等[３０]的做法,本文选取“农户所在村庄与杭州的球面距离”和“农户所在村庄

与县城的球面距离”两个变量作为农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的工具变量.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２SLS模型进行检验,估计结果如表５

所示.DWH 检验结果拒绝数字金融市场参与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过度识别检验 HansenJ统计量

不显著,无法拒绝所有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即两个工具变量均外生,且一阶段估计的F 值大于

１０,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水平和差距的影响均在１％统计水

平上正向显著,表明上述回归结果与前文中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所得结论一致,本文估计结果

稳健.
表５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影响农户收入水平和差距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 ３．６８２７∗∗∗

(１．０７１１)
０．１７３５∗∗∗

(０．０６０９)

移动支付参与 ３．８０１１∗∗∗

(１．０７６０)
０．１８８１∗∗∗

(０．０６５９)

数字理财参与 ３．２９５６∗∗∗

(１．１２６６)
０．１３４９∗∗∗

(０．０６８３)

数字信贷参与 ３．９４３５∗∗∗

(１．０５６８)
０．１９４９∗∗∗

(０．０６９４)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Waldchi２ ４２８．５８∗∗∗ ２１８．３１∗∗∗ ４０７．９９∗∗∗ ２０５．２４∗∗∗ ４６５．２２∗∗∗ ２３１．６０∗∗∗ ４５０．７９∗∗∗ ２１１．３９∗∗∗

一阶段F 值 ２４５．７２∗∗∗ ２４５．７２∗∗∗ ２４２．６０∗∗∗ ２４２．６０∗∗∗ １１８．６０∗∗∗ １１８．６０∗∗∗ ３７．３２∗∗∗ ３７．３２∗∗∗

DWH 检验 ９．８３∗∗∗ １７．７８∗∗∗ １１．３３∗∗∗ １９．０７∗∗∗ １１．１８∗∗∗ １２．０３∗∗∗ １２．９１∗∗∗ １３．８５∗∗∗

过度识别检验 ０．８１５４ ０．８５１４ ０．３１５８ ０．８３６１ ０．８６９９ ０．９４４７ ０．９５２０ １．０３２１

　注:∗∗∗ 表示估计结果在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２０１８年陕西、宁夏、山东三省(区)１９４７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市场参

与对农户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在反事实框架下分析了数字金融市

场参与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运用 Fields分解法估计了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

献.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增加了农户收入水平,表现为在反事实假设情景下,实际参与

数字金融市场的农户若未参与,收入水平下降６．４０％;实际未参与数字金融的农户若参与,收入水平

则提升９．５７％.第二,不同数字金融功能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数字信贷对农户收入

水平影响效应最高,其次是移动支付,数字理财的影响效应最低.第三,数字金融市场参与扩大了农

户收入差距,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对农户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为１４．７９％,其中数字信贷对农户收入差距

的贡献率最大,其次为移动支付,数字理财的贡献率最小.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应加大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为农民提供互联网工具和上网条件,提高网络、手

机、电脑等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率与渗透率,满足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通过政

府部门、金融机构和高等院校等多元主体在农村开展数字金融宣传教育,利用线上线下两个平台同时

开展学习活动,将知识教育和实务应用培训相结合,多渠道加强农户数字金融风险认识,进一步提升

农户参与数字金融市场的意愿与能力.
第二,通过优化数字金融支持农民增收的引导政策设计,应用移动支付、数字理财、数字信贷功能

以弥补农村金融服务边界,给予数字金融发展更大的政策空间,突出数字金融发展与农户收入增长相

关支持措施的内在契合性.同时,加强数字金融的促收增收作用宣传,细化和完善数字金融支付、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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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融资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风险管控能力,简化农户参与数字金融市场的方式与流程,深化农

户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度,实现创收增收.
第三,深化数字普惠金融改革,弥补数字金融在服务弱势农户群体上的不足,增加对弱势农户群

体政策上的倾斜和帮扶,加强数字金融在低收入农村家庭的普及,为此类农户提供参与数字金融市场

的机会.同时,针对性的设计普及方案,破除弱势农户可能存在文化程度较低和互联网技能不足等障

碍,基于数字技术通过交互的方式使得数字金融知识覆盖到弱势农户群体,帮助农户克服获取和使用

中的障碍,以有效弥补农户群体间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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